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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母校暨母系即将迎来九十华诞之际，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硕士生王文柯同学来信，

希望我们这些“漂泊在外”的老学长们回忆一下在母校母系求学期间的美丽瞬间。一晃，从

母校走出来竟然已经 24 年了，我已年至半百，真是岁月不饶人。这二十多年间，母校在我

心中，一直是神一样地存在着。我在十年前出过一本书《汉语动结式的句法语义研究》（北

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08 年），后记中的一段话表达了我对母校老师的感激之情： 

我在安徽师范大学读书时，文学概论课老师陈文忠先生在近两年的时间里花了

不少心血培养我在文艺理论方面的感觉，甚至将自己的读书笔记借给我研读。我现

在对文学作品和文艺理论仍保有较为浓厚的兴趣，是与先生的耳提面命分不开的。

蒋同林老师是我决定学语言学后给我指导最多的老师，每学期的两三次长谈成了我

最大的享受。大学毕业后，蒋老师一直关心我的生活和工作。还要感谢年级学习导

师陈宪年先生、汉语语法分析课老师朱景松先生、从未给我们授课的陈庆祜先生和

卢英顺先生等的谆谆教导。还有很多文学课和语言学课的老师们，我无限崇敬和感

谢他们。每次回想起大学时与先生们的或长或短、或老师家中或校园路上的交谈，

都让我十分感动。 

当然，这只是浅描。现在不妨借这个机会将其中的两幅场景再浓描几句，以表达我更加

浓烈的思校之情和感恩之心。 

我本是一名中专生，1986 年安徽省宣城师范学校（四年制）毕业后被分配到青阳县新

河中学教了三年书，后来跟高中生一道参加全国统考而成为师大的一员。这样一来，就比同

届同学一般要大三四五岁，算是个“老”学生了。也许是当过几年乡村教师的缘故，在师大

的四年里，我跟许多老师有过比较多的接触，他们的学问和人格深深地引导着我。这里就回

忆一下陈文忠老师和蒋同林老师对我的指导和影响。 

在上中专之前，我的阅读经验，除了《三国演义》《水浒全传》和一些连环画，就只有

课本了；而中专期间，我也许是同班同学中文学作品读得最多的人，其他杂书也翻了不少。

算是求知若渴吧。刚进师大时，我除了对文学作品痴情不改外，还对文艺理论产生了浓厚的

兴趣，这完全得益于陈文忠老师的教导。也许是文学概论课上做过一两次不太差的作业，让

陈老师注意到了我，或者是我主动接近了陈老师。本科生去老师家接受教导，现在是难得一

见了，而那个时候很常见。陈老师欢迎我去他家聊天。大概是第一学期结束时，便去凤凰山

陈老师家拜访了一次。陈老师开了几本美学、文艺理论和思想史方面的书目让我回去看。由

于记忆力一直很差，具体内容现在都已不甚了然，记得比较清楚的作者有伍蠡甫、钱钟书、

罗宗强等。后来先生还推荐我看黑格尔的《美学》，说真的，硬着头皮啃，也没看出个道来。

有次去拜望时，先生便拿出他的几本读书笔记让我带回去看，学习如何阅读和思考。我至今

仍对此感慨万端，感激涕零。这样的“互动”一直持续了近两年吧，直到我自己的专业兴趣



后来出现了“语言学转向”。大三大四时仍然每学期都去先生家拜望，此时除了跟陈老师读

小学的女儿陈凡凡讲故事外，聊的话题多了一些民生和时政。我师大毕业后一直跟陈老师保

持联系，尤其是教师节和过年边上，总想跟先生说几句话。陈文忠老师在学生中“呼声很高”，

先生上课时的激情感染着每个听课的学子，几十年都丝毫不减。去年我还在网上看了陈老师

的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文学理论”的几节视频，那立意，那声音，那神态，那书法……

我们的陈老师，还是那样年轻，纯真，充满激情。 

说到我的“语言学转向”，就要特别感谢蒋同林老师了。这还得从大一说起。我们大一

的现代汉语课分成两个学期上，上学期是语音和词汇，下学期是语法和修辞。虽然我上过中

等师范，对中师生来说，“三字一话”是基本要求，但我的那个“一话”却总是一难（困难

nán，劫难 nàn）。大一时我便被列入了“补习”生而受到特殊对待。因此，我第一学期的现

代汉语学得并不怎样。后来我的硕士生导师于根元先生也批评过我的普通话；博士毕业找工

作也因普通话而不能去某些部门；在北京语言大学教书时，特别擅长纠音的刘广徽老师连着

给我补了六七次课也未将我改造好。哎，永久的痛。有趣的是，我对音系学、韵律语言学却

很有兴趣。这些都是后话了。大一下学期的现代汉语课由蒋同林老师讲授。蒋老师的课内容

丰富，举例生动，逻辑性强，且常常有着淡淡而隽永的幽默。只是由于当时使用的教材《现

代汉语》跟我中专所学教材《汉语基本知识》内容上大同小异，因此我并没有怎么认真听讲。

每次上课都坐到最后一排（其实，所有的课都是如此），而且常常翻看杂书，或者伏桌而睡。

有一次没有忍住，跟同坐说起了悄悄话。也许声音“超常”发挥了一下，而且时间“超长”，

蒋老师走下讲台，从生化楼阔大的阶梯教室的前面一步一步拾级而上走到最后一排，盯了我

一眼，说：你可以睡觉，也可以不来，但不能这样说话。而后转过身一步一步走下阶梯，走

到讲台上，继续沉静地讲着课。我已不记得那节课是怎样度过的了，反正后来的课都沉默了。

有意思的是，最后一次课结束时，蒋老师留给了我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他家的地址，并说如

果将来想学语言学，可以去找他。也许是我这个基本上不怎么听课的学生，期中考试或平时

作业给先生留下了一些特殊的印象？我将纸条夹到书里，既感动，又对蒋老师有了更多的崇

敬。但大二的大部分时间我仍然沉浸在文学作品和文艺理论以及其他庞杂的理论作品之中，

虽然由于中文系的缘故，也看了一些语言学专著。 

前行的路上往往充满着困惑和偶然。也许是快到大二下学期结束时，有了初步的考研念

头，但也并不确定。考什么呢？这成了当时最大的问题。按我的情况，似乎应该考文学研究

或文艺理论。可是，当时新闻出版业很时尚，未来前景很好，于是在朋友的晓喻之下，我便

也去赶这个时髦。陈老师得知这个情况后，带我去拜访了潘啸龙老师（中文系教授，本科专

业是复旦大学新闻系）。然而，路有多歧。当初翻看文艺理论著作时就发现，我们的文学和

文艺学都时风较浓，有些话不便说，不能说；待一看新闻学著作，更是如此。也罢。后来一

想，法学专业也不错，于是找过几本书来看看，感觉还是那样。再罢。何去何从？还是学语

言学吧；而且自己的数学基础应该对学习语言学有些帮助。这时突然想起了那张纸条。多么

有远见的蒋老师！第一次拜望，蒋老师说了什么，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蒋老师开了一些书

目，大概是先让我定定神吧。然而，想得太多，就难以气清神定，似乎还是难以确定风该向

哪个方向吹。暑假回家帮父母双抢，也就没想这些事了。进入大三后，有个大四的历史系朋

友在准备考研，还有英语系和生物系的大三朋友也准备考一下，于是我也就想去试试。比较

来比较去，还是语言学亲……就语言学了。那个时候，考研报名不限学历，不管出身。我立



即登门请教蒋老师，先生的一席话解决了大部分问题：支持我大三考研，而且报考复旦大学，

并让我去联系刚从复旦毕业两年的卢英顺老师（卢老师现为复旦大学教授）。其实，考研结

果出来之前，也只有蒋老师和卢老师知道我的考硕之事，并得到了他们的真切指导，而这一

切都是在“地下”进行的。 

当然，考硕的过程也不是那么容易。大三寒假期间就要考试，只有四个多月的备考时间；

而且大三的课程也不轻，还要进行期中期末考试；尤其是我还是那么喜欢文学，突然间又喜

欢上了展示市民生活和底层生态的元代文学，看了特别多的元曲。当然，时间短不是问题的

根本，主要还是考试内容。那个时候，现代汉语、古代汉语、语言学概论各一张试卷，前两

门我似乎有了一些基础，大二下学期的语言学概论则学得有些糊涂，恐怕连音位的本质都没

有弄明白。最麻烦的还是庞杂的政治和我的哑巴英语。最后的结果很出意外，竟然考了个现

代汉语专业第一。复旦大学中文系现代汉语专业那年拟招 5人，等额面试，面试导师是汤珍

珠先生和游汝杰先生。面试和复试加试都比较顺利，最后拿到了复旦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后

来……后来因为调档问题而未能成行，失去了求学复旦的机会。大四时重新考研，蒋老师建

议并推荐我报考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的于根元先生。成为于先生的硕士，是

我人生最大的幸事之一，于先生的应用语言学理论尤其是“交际值理论”，深深地指导和影

响了我这二十年的学术研究。 

其实，蒋老师对我的指导不仅在学业上，生活上也是如此。为了生活，我在大三大四期

间在芜湖市的几个小学办过几期学生作文班，周六周日外出上课。这期间，有时去蒋老师家

聊聊天，解解惑，提提神。 

上面对敬爱的陈老师和蒋老师的回忆，虽然零散琐碎，但已经结构化了我的学术和人生。

这些记忆，越沉淀，越香醇。 

两位先生对学生的关爱正是师大先生们的缩影。这就是我们的恩师，这就是我们的师大。

师大的每位先生都是我们心中的偶像，都是我们不断前行的灯塔。 

正是有无数陈先生、蒋先生这样的博大之师、伟大之师，师大才是我的师大，我们的师

大。无论走到哪里，师大都是我的师大，我们的师大。 

 

2017年 8月 28日 

 

【王文柯同学：你好！一时找不到更合适的照片了，似乎也未留下师大生活照，连毕业

合影上也未留下形象。不知下面这张是否合适，烦请裁断。也许它能代表我对师大最深挚的

感情。】 



 


